
四川什邡市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摘要：四川什邡市桂圆桥遗址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桂圆桥

遗址的植物样本记录了成都平原生业形态的变迁。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成都平原生业形态与

川西高原相近，粟作农业从川西高原传入成都平原。而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时期成都平原

居民转而依重稻作农业。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时期形成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粟作为辅的农

业系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系统，最终推动成都平原迈入青铜时代的复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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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言

农业传播到成都平原的年代是一个讨论甚多

的问题。截至目前，成都平原已知的最早聚落多

属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 （前 2700～前 1700

年）。但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出

现非常突然，缺乏清晰的传承关系。有学者认为

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移民的

结果。［1］也有学者对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后，认为

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是马家窑粟作农业通过

四川西部高地进入成都平原形成的。［2］类似的城

址在长江中游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汤家岗文化

（前 4400 年）、大溪文化 （前 3000～前 2500 年）、
屈家岭文化 （前 3000～2500 年） 和石家河文化

（前 2500～2000 年）。［3］但这几种文化目前的发

现以稻作农业为主。故有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一

期 （宝墩） 文化是稻作农业向成都平原扩张的结

果。［4］宝墩遗址以稻作为主、粟作补充的农业体

系的发现，暗示其与长江中游文化存在联系。
2009 年发掘的、被认为是目前成都平原最早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桂圆桥遗址，其一期遗存中与马

家窑文化近似的陶器，暗示着也许是马家窑文化

的农业者从山地最早进入了成都平原。川西高原

新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营盘山的居民是以粟和

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是这个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以后的农业形式我们并不清楚。因此我们在桂圆

桥遗址 （前 3100～前 1000 年） 进行了浮选。

二 桂圆桥遗址、材料与方法

桂圆桥遗址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 2009

年 4 月在对一所烟厂建筑基址的勘探过程中发现

的，5～8 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5］桂圆桥遗址

对于研究成都平原聚落特征，以及成都平原早期

文明与岷江上游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桂圆桥

遗址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的最早遗址，碳 -14 测

年最早在公元前 3100～公元前 2600 年间，我们

将之称为桂圆桥一期。该期遗存同大地湾遗址四

期、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具有某些相似处。第二

期遗存为桂圆桥一期向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

转变的阶段，其测年数据在公元前 2600～前 2300

年之间 （桂圆桥二期）。桂圆桥三期碳 -14 测年

约公元前 2300～公元前 2000 年。桂圆桥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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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桂圆桥一期 H43 炭化植物种子

1.黍 （Panicum miliaceum） 2.野生黍 （Panicum miliaceum
subsp. ruderale） 3.藜属 （Chenopodium sp.）

桂圆桥遗址分期 年代 浮选样本数量

桂圆桥一期 公元前 3100～公元前 2600 年 4

桂圆桥二期 公元前 2600～公元前 2300 年 7

总计 19

桂圆桥三期 公元前 2300～公元前 2000 年 1

西周 6

汉代 1

表一 桂圆桥遗址浮选样本数量表

期的某些陶器类型见于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

遗址。桂圆桥遗址在西周时期仍在使用。
因土样为黏土质，几乎无法开展机器浮选，

故采用了小水桶法浮选方式。如 Fritz 和 Pearsall

所描述的，此种方法允许更多的人为控制，降低

样本破碎和损坏的风险。［6］浮选在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进行。样本在阴凉

处自然风干，再将干燥后的少量土样在水中轻轻

搅动，使得炭化的有机体在浮力作用下上浮。轻

浮部分用孔径 0.25 毫米的尼龙纱布收集，重浮

部分用孔径 1 毫米的分选筛冲洗。
为保证高效、最大限度的采集数据，不同的

分选筛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孔径 2 毫米的分选筛

中，所有样本都经过分类，主要分为种子、木

炭、植物其他部位、其他碳化物、现代种子和残

渣 （泥土、岩石、细根、叶片或现代昆虫等）。
骨头和贝壳要先拣选出来。种子和植物的其他部

位要进行鉴定；木炭要为后续分析而保存。1 毫

米和 0.5 毫米分选筛中，所有样本都经过分类，

但只将碳化种子和现代种子分出，木炭和破碎的

植物其他部分不再提取。因为 0.25 毫米分选筛

中包含大量非有机残渣，如沙子等，不再对所有

样本进行分类。只有占总量大约 1/4 样本的 0.25

毫米分选筛中的碎块进行了分类。可鉴定植物部

分如水稻的小穗轴基盘等。
大部分种子可以鉴别到属，部分可以鉴别到

种 （如粟 Setaria italica）。在很多情况下，考古

样品与现代新鲜或炭化样品形态不能精确相符，

这些不能确定的鉴定结果会根据鉴定的确定程度

在属或种前标上“cf-”。
经过浮选，共采集到 19 个样本，每个样本

平均 12.9 升 （表一）。

三 结果分析

桂圆桥遗址中碳化种子遗存的整体保存情况

非常差，平均密度仅有 3.4 粒 / 升。低密度可能

是由于桂圆桥遗址土壤成分黏土含量较高所致，

已有实验表明黏土含量过高不利于古植物遗存保

存。［７］

（一） 桂圆桥一期

桂圆桥一期遗存多分布在遗址的南区和西

区。南区保存情况最为良好，相当于本期的堆积

在距地表深度 0.3 米以下，包括 2 处红烧土面、
2 个柱洞、1 个灶、27 个灰坑以及 1 座墓葬。处

于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来自于 H20 和 H43，以及

TN03E03④和 TN02E04⑥，其中 H20 年代稍晚，

H43 年代最晚。
属于桂圆桥一期的 2 处遗迹的种子遗存密度

极低，而地层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种子遗存。仅

有 1 个无法确定的粟碎片在 2009SGTN02E04⑥

中发现，H20 中仅发现有一个很破碎的水稻小穗

和其他无法确定的粟碎片和唇形科 （Lamiaceae）
种子。H43 中发现有丰富的黍 （Panicum mili－
aceum） 和粟 （Setaria italica） 的遗存 （图一∶
1）。TN03E03④中，发现有水稻遗存、黍和粟。

所有粟 （Setaria italica） 样本都与驯化形态

接近，但早期地层中的黍则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

的种群：一种接近典型栽培作物黍 （Panicum mil－
iaceum），而另一种较大且狭长，这种窄长的谷粒

表现出同野生黍 （Panicum miliaceum subsp. Rud－
erale） 相似的形态特征 （图一∶2）。此外，一些

驯化的黍属谷粒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对黍的

驯化研究很少 ，其祖本也并 不清楚。野生 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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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um miliaceum subsp. ruderale） 还算其中较

为合理的备选之一。［8］不管种属如何，野生黍很

可能是与栽培黍一起生长。与栽培黍在大小和形

态上的近似意味着遗址的居民可能食用这种黍。
桂圆桥一期基于粟、黍的生计系统，与已知

的四川西部高原马家窑文化的其他遗址相似。营

盘山遗址的证据表明，在高原地区的聚落中，粟

和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９］而在桂圆

桥遗址，黍占有更高的比例 （图二）。这很可能

是由于桂圆桥一期仅揭露了 4 个遗迹，其中 2 个

为灰坑，它们可能代表的是特殊处理时间的残留

（如留待贮藏的黍遗存）。因此，按目前发现 H43

中粟和黍的比例，很可能仅仅是特例，无法反映

整个聚落内部的普遍状况。另一种可能是受存储

条件的影响。因为它们相对较大的表面积，炭化

过程中小种子更难保存。粟的平均大小小于黍，

使得在同等保存条件下更难留存。

相较于水稻，粟和黍都具有生长周期较短、
所需温度更低的特点。这使得粟和黍更加适应四

川西部高原环境。
在生长气候环境方面，粟和黍也具有差异

性。相较于粟，黍能适应更干的环境，但发芽和

生长则需要更高的温度。一般来说，黍发芽的温

度在 10～45℃之间， ［10］最佳发芽率需达 40℃左

右。发芽率在 20～40℃之间呈指数级增长，超

过 45℃时急剧下降。粟发芽温度要求稍微低些，

发芽温度在 10～43℃之间，最佳发芽温度 35℃，

多产的发芽温度区间在 20～35℃之间。［11］成都

平原的平均温度要明显高于西部的高原地区，且

冬天更加温暖、水源更加充足。因为平原地区更

暖和的气候，黍比在川西高原地区更为高产，这

导致早期居民更依赖黍为食物来源。实际上，核

查川藏地区遗址粟和黍的比例显示，粟的比例伴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加，即低海拔地区黍的

种植更加普遍，而高海拔地区遗址的居民则更加

倾向于种植粟 （图二）。［12］用植物的累积生长度

日 （Growing Degree Days） 可以知道粟、黍和水

稻能生长的范围：除小麦和大麦外，粟最适合温

度低的地方，而且在川西和西藏的分布比较广。
比起粟来，黍能生长的地方要少。而水稻有更高

的累积生长度日的要求， ［13］川西高原也缺乏良

好的灌溉条件。［14］

除小米外，遗址早期文化层，特别是 H43，

发现有一些藜属 （Chenopodium sp.） 种子 （图

一∶3）。藜属在本遗址中比例较高，占到桂圆桥

一期发现的全部种子的 15%以上。藜属在中国乃

至世界的很多旱地农作物生产区都是非常普遍的

杂草。 ［15］藜属在人类活动过的土地迅速繁殖，
［16］因此可能作为粟作农业的伴生杂草进入遗址，

或是在清理遗址周边土地时被丢弃。
已有证据表明在中国西南的一些遗址中藜属

可能被用作食物。有学者指出四川西部的营盘山

遗址中发现的藜属可能是人为种植的。［17］大量

藜属在云南海门口遗址发现，因此有学者认为藜

属可能是遗址居民采集和食用的。［18］汉墓随葬

陶罐中发现藜属，表明其供食用的目的，可以佐

证上述推测。 ［19］藜属的叶子也是可以食用的。
在新大陆，藜属的使用具有很长的历史。有人认

为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经开始种植

一种野生型的藜属植物 （C. berliandieri）。［20］藜

属是一种普遍的杂草，其形态变化的记录可为人

类的利用提供证据———藜属种皮厚度的不断减少

可以看作是其在驯化压力下的某种反映。［21］在

安第斯地区，史前藜属的使用是一个空白，因为

不同种的种皮厚度现状使得该地区辨别驯化的过

程非常复杂， ［22］但目前的共识是认为驯化可能

发生在公元前 3000～公元前 1500 年之间。 ［23］

图二 桂圆桥一期西南地区各遗址炭化种子百分比图

四川什邡市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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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安第斯地区的学者相信藜属的使用和最

终的驯化源于人类开始开发野生资源，即在居住

区周围开荒拓地。［24］尽管桂圆桥一期的样本量

太少，但未来在类似遗址的研究也许能证明藜

属被桂圆桥、营盘山遗址居民同样规模地作为

食物。
考虑到桂圆桥一期遗存中 2 个样本不含任何

植物考古材料，我们无法使用这 2 个样本去理解

桂圆桥遗址早期的生计活动。虽然有 1 个破碎的

稻壳出自灰坑 H20，但极有可能为扰动所致。
TN03E03④出土的陶器为典型的桂圆桥一期风

格，但稻壳碳 -14 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约为公元

前 2580～公元前 2300 年，明显晚于桂圆桥一期。
无法据此认为该植物考古材料能代表桂圆桥一

期。另一方面，来自 H43 的黍测年数据约为公

元前 2900～公元前 2600 年之间，属于桂圆桥一

期时间段。可初步认定桂圆桥一期的人们以粟和

黍为主要粮食作物，但无法确定其他作物的存

在，这仍需在桂圆桥遗址开展更多的取样分析和

研究。
尽管样本数量少，仍可以看出桂圆桥一期的

古人饮食以粟和黍为主，这与邻近区域高海拔地

区居民相似。该地区居民是否将水稻等作为粮食

作物，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期的浮选样品所出植物遗存除小米和藜属

外，几乎没有野生或不成熟的狗尾草属种子，这

说明堆积中几乎都是谷粒。高栽培作物比例意味

着 H43 中的堆积也许是储存的谷物燃烧的结果。
在 TN03E03④，也有较多的马唐属 （Digitaria
sp.） 种子。

（二） 桂圆桥二期

桂圆桥二期遗存的 8 个样本来自于 7 个不同

单位，并且样本具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F1

是最早的单位，随后是 H33、H32，最后是 H9。
F1 中仅发现有 1 个破碎的小米种子。H33 中未

发现水稻遗存，仅有粟和黍的遗存。H32 和 H17

中仅发现有水稻遗存。而 H9 中水稻 （图三）、
粟和黍等遗存均有发现。目前还不清楚样本中不

同的驯化属性是由于地区差异还是年代不同造成

的。另外 2 个单位 2009SGTN03W01④和 Z1 采

集的土样中未发现任何碳化种子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桂圆桥二期的地层曾受到扰

动。H9 出土的水稻碳 -14 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

约为公元前 2300～公元前 2130 年 （约桂圆桥三

期）。H32 和 H33 有必要也测定年代，以确定这

些层位是否被扰动或测年所用的水稻略晚于陶器

显示的年代。不管怎样，桂圆桥二期生业形态显

示出由仅依赖粟和黍为主 （H33） 逐渐转变为以

水稻、小米的组合为主的混合农业模式。这正是

成都平原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晚期的特征。
为了证明这一点，需要解决这些单位的种子年代

的问题。在考古遗址里面，种子很容易从上层漏

到下层：桂圆桥遗址表明在浮选样品上多测年代

的重要性。
（三） 桂圆桥三期

桂圆桥三期仅有 1 个来自 K7 的测年样本。
利用水稻进行碳 -14 测年的校正数据为公元前

2210～公元前 2110 年。样本中栽培作物的数量

同成都平原已知的其他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

遗址一样。本期样本中主要是水稻 （图四），同

时伴出少量的粟、黍和一种野生燕麦 （Avena

图三 桂圆桥二期 H9 出土水稻 （Oryza sativa）

图四 桂圆桥三期 K7 出土水稻 （Oryza s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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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图五∶1）。宝墩遗址本身并未发现任何黍

遗存，但是在新津花园遗址相当于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黍，证明

黍在成都平原持续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25］

样本中还含有大量体积小、圆形的野豌豆

（Vicia sp.） 种子 （图五∶2）。样本中种子多为小

球体 （直径约 1.5 毫米）。中国目前已知野碗豆

可分为 13 个种， ［26］但其较为接近的形态特征使

得鉴定到种非常困难。如那些在宝墩遗址发掘出

的野豌豆一样， ［27］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野豌豆按

照大小进行区分，不同大小可能对应不同的种

属，或者是不同的成熟阶段。
野豌豆 （Vicia sp.） 可能是采集或者种植得

来。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种的野豌豆作为主要食品

利用，在考古和文献上都记载得很清楚。早在公

元前 7000～公元前 6000 年，土耳其考古遗址中

已发现苦野豌豆 （Vicia ervilia）。也有报告提到

印度北部的 Uttar Pradesh 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也曾

发现苦野豌豆。［28］欧洲历史时期仍将苦野豌豆

作为重要食物。［29］今天在四川豌豆叶普遍被用

来炒菜或 做汤。据报道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 种子在饥荒时期被大量采集。［30］豌豆属

也是一种普遍的旱地地面植被，在人类扰动过区

域可大量繁殖。［31］因此，野豌豆应该是作为旱

地作物的杂草进入遗址。如果是这样，应该考虑

野豌豆是旱地农业的杂草而非稻田农业。除去野

豌豆之外，K7 还发现了无法识别到种的豇豆属

（Vigna sp.） 科的植物遗存 （图五∶3）。
田间杂草种子的数量在本阶段持续增长。这

些种子大多为旱地生长植物，如马唐属 （Digi－
taria） （图五∶4）、野生狗尾草 （Setaria sp.） 和

茄属 （Solanum sp.） （图五∶5） 等。然而，一

些种子如稗属 （Echinocloa sp.） 在湿润或干旱环

境中均可生长。
在 K7 中，还发现一个较大的桃核 （内果

皮） （Prunus sp.） 碎块 （图五∶6）。桃子是中

国本土植物，长期以来都被假设为在中国气候

温和的某些地区被驯化，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

并不清楚。 ［ 32 ］考古发现早在距今 9000～8000

年前的田螺山遗址就已经利用野生桃子。［ 33］已

知最早具有驯化形态的桃核来自商代 （藁城台

西村）。 ［ 34］尽管桂圆桥遗址发现桃子果实遗存

保存情况很差，不足以判断是否经过驯化，但

仍然为理解种植桃子这种重要水果的过程提供

了额外的数据。

（四）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有 6 个样本。样本中碳化种子密度

非常低，仅有 1.5 粒 / 升。样本中发现了水稻、
粟和野豌豆属。H31 中还发现有 1 粒无法鉴定种

的豇豆属 （Vigna sp.）。2 粒野生 黍 （Panicum
miliaceum subsp. Ruderale） 在本期的 2 个单位中

被分别发现。水稻为主的农业，粟与野豌豆属特

征同成都平原西周时期其他遗址的情况类似。
H31 和 H12 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紫苏属 （Per－
illa sp.） 的果实 （图六∶1）。西周时期可见种子

均为旱地环境的植物，如酢浆草属 （Oxalis）、牛

筋 草 （Eleusine indica）、藜 属 （Chenopodium）
等。还发现能在湿润与干燥种环境的杂草，如稗

属 （Echinocloa sp.）。

图五 桂圆桥三期炭化植物种子

1.野生燕麦 （Avena sp.） 2.野豌豆 （Vicia sp.） 3.豇豆属
（Vigna sp.） 4.马唐属 （Digitaria sp.） 5.茄属 （Solanum
sp.） 6.桃属 （Prunus sp.）

图六 西周时期炭化植物种子

1.紫苏属 （Perilla sp.） 2.野葡萄属 （Viti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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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 粒野葡萄 （Vitis sp.） 种子也在此期

样品中发现 （图六∶2）。中国有很长的利用野葡

萄的历史，在一些可早到 8000 年前的遗址中就

曾发现大量野葡萄遗存。［35］

（五） 汉代

仅 有 1 个 保 存 状 况 极 差 的 样 本

2009SGTE04N01③来自于汉代地层。该样本中仅

有极少量的木炭和唯一的种子遗存藜属的种皮。

四 结论

桂圆桥遗址的植物样本包含了记录成都平原

生业形态变迁的重要证据。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

示成都平原生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

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如果 H43

所反映出的是遗址的普遍情况，那么桂圆桥一期

的居民表现出对黍的偏爱。这很可能是因为两种

作物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所致。三星堆一期 （宝

墩） 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居民更加依赖集约的稻

作农业。相比于小米，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条件更

加苛刻，如温度和生长习性等。水稻成熟周期在

120～160 天，并且整个生长周期都需要较高的温

度。另外，杂草植物群的研究表明，成都平原水

稻生长多样性还表现为水田种类的多样性，即水

稻可能生长在人工水田或者自然水田之中。［36］

同周边高原不同，成都平原尤其适合稻作农业系

统的高温要求。此外，成都平原纵横交错的水网

使得当时居民改造水稻生长所需的环境相对容

易。尽管小米作物生长周期短、简便易种，但产

量远低于水稻。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时期形

成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粟作为辅的农业系统是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系统，最终刺激了三星堆遗

址和金沙遗址发展成为青铜时代的复杂社会。

执笔： ［美］ 玳 玉 万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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